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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的历史发展及时代特质

王萍 1,2  崔群颖 1*  

1.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北京 101300 ；  2.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中国古代官方医德教育以全面建立正式医学教育机构为标准分为隋唐

前后两个历史发展时期。各阶段在医德教育思想，医德教育内容与医德教育方法

等方面逐步朝稳定化，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与社会化方向发展，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人文素质奠基的医德教育理念和德术并修的医德教育方法。同时通过辩证

分析中国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积累的历史经验与存在的历史局限，为全面认识古代

官方医德教育历史源头，指导当前医德教育实践，启迪未来医德教育发展提供历

史智慧与文化滋养。

关键词：官方医德教育，历史发展，传统文化，官方医事管理

中图分类号：G416

中国古代作为世界教育高地，道德教育重镇，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

法较同时期而言先进而丰富，具体到官方医德教育领域，在教育高地的滋养下开

出独树一帜的医德之花，对当前高校医德教育的开展及医学人才的培养提供可资

借鉴的丰厚资源。中国古代官方医德教育基本包含在医学教育之中，是官方医学

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官方医德教育是指由官方主办主导的教育机构所开展的医

德教育，相较于民间自发，松散的医德教育而言，官方医德教育具有一定规模，

制定一系列医事管理制度，设置专职人员进行教育教学。由于医德教育功能统合

于官方医学教育机构中，因此官方医德教育机构就是官方医学教育机构，含中央

与地方两个级别。在中国古代官方医学教育史上，魏晋以前无官方医学教育，据

《唐六典》记载，刘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请置医学教育，这是官方正式

设置医学教育的开端[1]。隋唐时期在前代基础上正式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这一国

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因此，以隋唐为界，将中国官方医德教育分为隋唐前后两

个时期考察，通过研究古代官方史学资料，古代官方医学教材，古代医事管理制

度，由官方编制、刊行的医学及医德教育著述，官方医者及行政人员著述及医德

言论等文献，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为分析维度，从教育理念，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制度保障等方面探索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的

历史发展及阶段特征。

**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北京高校“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化师德师风建设”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专项

（BJSZ2025ZXZC14)；2025 年度首都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SYSZ2025016）；2025 年度首都医科

大学医心启航·医德教育辅导员工作室；2026 年度首都医科大学第二课堂项目(DEKT2026288)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信作者：崔群颖，电子信箱：qyc118@163.com



10
.1

22
01

/b
m

r.
20

26
04

.0
01

59
V

1

http://www.biomedrxiv.org.cn/article/doi/10.12201/bmr.202604.00159
此预印本（未经同行评审）的作者拥有该文稿的版权，biomedRxiv拥有永久保存权。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重复使用。

2

1.隋唐之前的官方医德教育  

隋唐之前的官方医德教育在医学典籍与医事管理制度中初现端倪，具体集中

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与医事管理制度等维度，为官方医

德教育奠定思想与制度基础。

1.1隋唐之前医学典籍中的医德论述为官方医德教育奠定思想基础

隋唐前作为官方医学教材或参考书，以传统医学四大经典《黄帝内经》《难

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著名医典也被纳入官方医德教育视

野，这些典籍在习医目的，医德教育内容，医德教育方法以及医德教育评价等方

面初显医德教育思想雏形，为官方医德教育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1.1.1关于习医目的。《黄帝内经》中指出“令要道必行”“欲济群生”，

“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

世，无有终时”，并反复告诫医生们不要“绝人长命”“予人夭殃”[2]。《伤寒

杂病论》明确指出医家行医目的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

身长全，以养其生”[3]。此外，《世本》中提到“神农和药济人”[4]，这一行为

背后的动因是救人疾苦，是对习医目的之自觉体认与身体力行，更是对医以济世

习医目的的最好诠释。可以说习医目的体现医德宗旨，指引教育方向，蕴含朴素

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根基，为医德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

1.1.2关于医德教育内容。《黄帝内经》中通过列举医疗过程中的“五

过”、“四失”，用反面案例进行医德规范教育，使医者做到知识广博，学风踏

实；专注负责，慎守勿失；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医德高深，谦虚自处等[5]，从

而避免过失，养成良好医德品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通过列举学医不精

造成的危害，批评医者“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3]等行

为。综上，经典医籍主要通过对反面案例的辨析开展医德规范教育。

1.1.3关于医德教育方法。《黄帝内经》中主张因材施教和开展问答式教

育。一方面，《黄帝内经》主张“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

辞语者，可使传......使得“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2]”。这种基于学生特

征进行的选拔是择才而教的体现，亦是因材施教的开端，为因材施教，精准多元

培养医学人才奠定基础并提供教育方法指引。另一方面，《黄帝内经》中的医术

医德阐释多采用问答方式。通过诵读、讲解、辨别达到深化理解并融会贯通，最

终使学生将医学技能和医德教育得以内化吸收。此外，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

语录式讨论医学问题；《难经》通过对答讨论治疗原则等。从问答式探讨中体现

出医者习医的认真态度和钻研精神，在对习医精度和深度的不懈追求中流淌出医

德温度，这是对病人负责的表现，就是一种医德。总体来讲，隋唐之前医典中注

重因材施教，探讨问答等医学教育方式为医德教育方式的丰富和有效迁移借用提

供方法启迪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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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关于医德评价。《黄帝内经》中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2]，突出

以病人为本的医德理念。《难经》中也指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6]。认

为医术高超者，应防病于未起之时，这才是对生命的最大重视和关怀，体现医者

责任感。由此治未病理念中蕴含评价医技高超与医德高尚的方式和高标准，以这

一高标准不断促进医者高尚医德的培养，反映出医学秉持的最小伤害原则和对生

命质量的关切在隋唐前的医德教育思想中已初见端倪。

1.2隋唐之前官方医事管理为医德教育奠定制度基础

1.2.1医师分类制度中体现医德。根据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早在商代中国

就出现了管理疾病的官员[7]。至周时，已有明确的医学分科和医事管理制度，实

行“医分而治之”。其中《殇医》篇记载“凡有殇者受其药焉”[8]，这表明百姓

患病均可获得官方医治，是仁政与仁心的双重体现。此外，《周礼》记载，在公

共卫生防疫方面设有司救一职，其部分职责是在自然灾害中巡回于国都郊野，救

护灾民。至汉时，设有妇科及产房，并在部分州郡普及，体现对妇幼的重视和照

顾[1]。由此可见，医事分科制度中蕴藏着深厚的护民扶弱等医德价值理念。

1.2.2医案记录与死亡报告制度中贯穿医德。周时已建立起对病人治疗

过程进行记录，对死亡原因进行报告等临证制度。《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

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8]”这既表明医师对患者生

死负责[5]，更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出医者待患的严谨认真态度。至西汉时，淳于意

首创病历[9]，虽成于野，但延于朝。这一病案和死亡报告制度在医学教育中的实

行不断将其内蕴的对生命的关注与医者的责任灌注到习医者的意识和行为中，是

古代官方进行医德教育的重要制度基础。

1.2.3疗效量禄的评价标准中彰显医德。《周礼》中提到“岁终则稽其医

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

下”[8]。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德评价体系，且这一以疗效量禄的医德评价标准逐渐

被制度化，体系化，是推动医生追求技术完善和道德责任心的重要导引和强力约

束。

2.隋唐之后的官方医德教育 

隋唐之后官方医学及医德教育逐渐向正规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具体体

现在教育理念，教育管理制度以及教育形式等维度，逐渐确立起中国古代官方医

德教育基本模式。

2.1.隋唐之后医德教育理念进一步明确丰富

2.1.1医德教育核心理念进一步具体化与标准化对官方医德教育产生

直接影响。唐代孙思邈将我国医学伦理向前推进，他在 《大医习业》《大医精

诚》中阐明对医与术，医与德，医与患，医与医应抱的原则规范[10]。作为医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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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千金要方》中的医德理念也得以在官方医德教育中贯彻和传承。宋代官方

医学教育将“医乃仁术”“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作为其办学理念 [11]。此外，宋代

官修《太平圣惠方》中提出在审证、诊病、开方各环节要“常怀拯物之心”[12]；

在宋元明时被作为官方医学教材的《圣济总录》中，宋徽宗御制序提到“朕作总

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13]，可见，宋代官方进一步传承救民疾，利众生的

医德核心理念。金元时期的医德教育受宋代革新思想影响，使“古方不能尽治今

病”观念不断得到医者认可，由此金元医家提出各具特色的医学思想和医学伦理

主张。特别指出的是元代设置的提举司是第一个医学科研管理机构[14]，这都体现

出创新和求实成为这一时期医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明代医德教育朝着规范化，具

体化方向发展，诸多医学普及读本也被官方教育体系所参考[15]，如刘纯的《医经

小学》、李挺的《医学入门》等[16]。李挺在《医学入门》中详细论及医者应具备

的品德，“不欺”的医德标准[17]。对医德教育的重视，至清尤然。乾隆时官修

《医宗金鉴》以其标准化与实用性的风格，通过歌诀与图谱降低学习难度，为提

升医者整体技艺，更好服务病患提供学习教材。这一重要官方医学教材的出版，

正是出于解决“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

药证不合，难以奏效”[18]等问题，反映出有清一代官方医德教育以促使医学知识

标准化与普及化的方式，提升医术，延续和传承仁心利众的医德宗旨。 

2.1.2儒医合一的医学教育社会化格局与知医事亲社会伦理观念的形

成对官方医德教育产生间接影响。在儒医合一方面：宋代范仲淹提出“不为

良相， 则为良医”的观念。宋徽宗诏令在国子监设置“医学”，吸收儒生学医
[1]。明代在医儒相通影响下，失意举子涌入医学领域，间接促进医生医德素质提

升。在知医事亲方面：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而医学是孝亲的重要方式。

宋以前虽有出于事亲而习医者，但二者关联并不紧密。直至宋代，部分宋儒强化

了知医事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程颢说：“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19]。枢密使

高若讷“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 [20]。知医事亲观念在医学领域的

贯彻施行，对官方医德教育以己推人，行仁利众理念的落实起到推动作用。

2.2隋唐之后医学及医德教育管理进一步规范

2.2.1医学及医德教育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在医事管理中，宋代高度重

视医学教育，在国子监中设置医学，且明确规定判局由通晓医事者担任。在教育

管理中，范仲淹既将仁政思想与医学教育相融合[11]，又提出“凡太医未经太医

局师学，不得入翰林（医官）院”的主张[1]，反映出医学教育正规化趋势。王安

石创立教育三舍法，促进医学教育管理进一步规范。元代对保障师资和教学质量

亦设置了诸多考核和监督措施，以上医学教育制度的规范化也相应带动医德教育

的规范化发展。明代太医院更是直接规定医生应具的道德素质[21]。

2.2.2医学及医德考核评价进一步规范。一方面，对学生习医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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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隋

唐太医署医学考核较严格，并根据技艺和诊治疗效评定等级。宋时实施三舍升试

法，其中上舍根据品德及技术水平分为上、中、下等。明代地方医学教育强调医

生要学有所专，业不精者不可行医，治好三十以上者赏谷一石，百人以上者终身

免丁，三百人以上者准送牌匾[1]。 另一方面，对教师资质的考核评价。唐代

规定：“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 [22]。元

明时期规定不及格或不尽职的医生和教学人员要受到处罚，且元代设监察御史廉

访司进行监督。清代地方医政规定，医学教习如工作勤奋，品德端正，即可发给

路费到太医院参试，这表明官方医学教育在制度设计中强化医德导向，体现出德

技双修的教育理念。此外，隋唐之后医学及医德考核结果与仕途升迁日益紧密联

系的趋势进一步促进医学及医德评价制度的规范化。

2.3隋唐之后医学及医德教育形式进一步官方化、系统化

2.3.1公开化，系统化教育方式的比重增加。古代统治者由于自身健康

保障与施行仁政的需要，较为重视官方医学教育。因此，公开化，系统化的官方

医学及医德教育方式在唐宋以后比重逐渐增加。谢观认为:“中国医术，当以唐宋

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其人皆今草泽铃医之流……自宋

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23]。由此可知，唐宋前医者

教育方式多为家传或师授，具有私密性乃至封闭性。唐宋后，出现了“学以成

医”的新变化[24]，推动公开化、系统化、公众化医学教育方式比重的增加，也同

步促进医德教育的官方化与系统化。

2.3.2多样化育人方法的稳定实施。一是官方活动中的医德浸润。隋唐

之后较为制度化的官方活动中时常伴有隐性医德教育。元代于每月初一和十五，

师生进行焚香礼拜先医及学术交流活动，在探讨个人行医经验及病案[25]中教师实

现对学生的医德引领。明太医院兼具祭祀名医职能，祭祀目的虽不在医德教育，

但祭祀范围广，且祭祀对象均为德才兼备者，客观上实现了医德教育的文化活动

浸润。二是医疗实践中的医德体悟。医学生在理论学习之余，需去不同场所进

行历练，在不断精进医疗技术的同时体察患者疾苦。如规定医学生为太学、律学、

武学学生及诸营将士诊疗疾病等[1]。

3.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的特征  

3.1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的历史经验

3.1.1人文素质奠基的医德教育理念

《黄帝内经》提出：“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

久”[2]。张仲景主张医者“勤求古方，博采众长” [3]，还要览观杂学[11]。孙思邈

提到：“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若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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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26]。宋时地方医学教育在师资选

择上选取精通医学与文章者兼任。元时王称“不习四书者，禁治不得行医”的奏

请被采纳和实施[1]。明代中央医学教育延续前代，基于“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

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

消长[27]的理念选用儒家经典为教材。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德教育中强调人文素

质的奠基作用，这一方面是由医学至精至微，至深至慎的学科属性和医学服务对

象至珍至重的生命特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在于传统社会医儒相通，不少医者希望

以援医入儒的方式实现阶级跃升的强烈愿望，推动人文素质在医学及医德教育领

域被普遍重视，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代官方医德教育对医者以人为本，普济众

生的医德理想与大爱情怀的塑造。

3.1.2德术并修的医德教育方式

清康熙皇帝对医学的一番论述体现出他对德术并修教育方式的理解，“以应

酬之工用于诵读之际，推求奥妙，研究深微，审医案，探脉理，治人之病如己之

病，不务名利，不分贵贱，则临症必有一番心思，用药必有一番识见，施而必应，

感而逐通，鲜有不能取效者矣”[28]。“德为术之统，无德则术不存；术为德之辅，

非术无以成德”[29]，“仁”“术”不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30]。这

根源于古代知识技能的传承依附于传统伦理观念，使得传统伦理宗旨[31]被贯彻到

医学教育过程，这一文化特征深刻影响着德术并修医德教育方式的形成。

3.2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的历史局限  

3.2.1医事法律缺位的医德教育

传统医德教育中重视法律对医德的规范调节作用，但宥于时代局限，中国古

代医事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医令法律不够全面细致，不足以成为监督医者医疗行

为的中坚力量[32]。如对医药杀伤人的惩处是比附过失杀人、盗窃和监斩等其他律

例给予实施，不具独立自足性[33]，没能为医德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尚未形成德法相济的官方医德教育局面。进一步讲，古代医德教育中法律缺位的

原因一方面在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这决定了

维系宗法关系就是维系经济关系[34]。由此中华法系形成了“礼法结合”的特点，

这一体系维系了几千年的国家运行及社会关系调节[35]，也影响医事法律与其他领

域一样呈现出重德轻刑的局面。另一方面，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由于延医

治疗方式的大规模存在，治疗多在病人及家属熟悉的环境下进行，医疗过程完全

公开[36]。籍此，通过熟人口耳相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医者资质、医德的检验

监督作用，减弱对行医规定和医事法律的需要[37]。

3.2.2阶级分化严重的教育实践

官办医学及医德教育阶级分化严重的体现，一方面在于招生对象的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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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机构在唐宋时期一般招收士大夫子弟，元明清时期采用世医制

度[15]，体现出官方医学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知

识的传播与医学人才的向上社会流动。另一方面体现在服务对象的贵族化。《周

礼》记录了负责宫廷事务的 60多种职官，中国关于医事制度最早的记载就出于

此，可见医学是宫廷事务，为贵族服务，这一特征在历史实践中得以延续。唐代

的中央医学及医德教育机构太医署，因其主要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在促

进医学教育在内的医疗事业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也相对有限。同时，唐代官办地

方医事活动中，虽记载医药人员掌疗民疾，但实际上主要为官员服务[1]。此外，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中也指出，唐代医事制度三个系统主要为帝王、太子

及百官服务，由于服务对象的阶级化致使服务范围窄化[21]。综上所述，虽然传统

医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但在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中，

贯彻医者仁心，一视同仁等医德理念仍属偶发现象，大多依赖个别医者的道德修

养。虽如此，中国古代官方优秀医德教育理念和有益实践经验仍激励当代医者将

其贯彻转化为今天的医德实践。

知古鉴今，探源丰流，中国古代官方医德教育虽存在历史局限，但其提升了医

学及医德教育的稳定性与统一性，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及医德教育的系统化，规

范化、制度化与社会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当代医德教育面貌。因此对

古代官方医德教育理念、内容、方法、评价及其历史经验与局限的论析，既是对

历史来路这一文化根脉的辩证认识，亦为守正开拓实践进路提供精神血脉，更为

创新洞察未来归路共筑价值魂脉，为新时代医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健康中国高质

量建成提供文化养分，精神传承与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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